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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官僚、助人者 
ˇ社會救助工作者的救助方法與影響因素 

摘要 
 

研究動機：社會救助是社會保障體系中最後一個安全網，而維繫著福利身分與

生活扶助的低收資格的審查准駁與社會救助服務提供，是從鄉市鎮區公所、社

會福利服務中心/家庭福利服務中心至社會局處的社會救助工作者，跨機關與工

作角色多方協力的結果。國內既有研究多聚焦於社會救助法制中資格審查過程

之公平性與合理性，然較少關注於社會救助服務內涵與工作者之處境。本文旨

在由社會救助工作者的視角檢視社會救助法制的執行經驗，同時提出一個整合

性的解釋模型，說明不同的社會救助工作者採行之社會救助方法與影響因素。 

研究方法：本研究以基層官僚理論、新公共管理與基模理論作為理論視角，採

取混合研究方法，以有一年以上社會救助低收入戶資格審查工作經驗的現職社

會救助工作者作為研究對象，透過網路調查方式共回收全臺 427 份有效問卷，

從中以立意抽樣完成 9 位社會救助工作者之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藉由量化與質

性資料建立影響因素之模型。 

研究成果：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法指出現行社會救助制度有「審查不穩定性」、

「審查標準嚴苛且不近人情」以及「制度的設計系統性排除近貧者」等議題；

就社會救助服務多元性之階層迴歸分析，顯著之自變項包括清查案案量、地理

區域、職業角色、審查模式、服務機關、正向情緒與裁量權，對於社會救助工

作者服務多元性變異的整體解釋力為 48.6%，且情緒因素為整個模型中最重要之

影響因素，本文基於以上發現，向社會救助政策、組織環境與社會救助工作者

的教育訓練提出建議。 

研究貢獻：本研究在實務與理論上均有貢獻，本文蒐集全國性與跨職業身份之

樣本，得以進行深入比較探討；指出目前社會救助體系中制度與實務執行時存

在的漏洞、挑戰與改進建議；藉由跨理論的整合，本研究提供了一個更為全面

的視角來理解社會救助實務的複雜性，相較於過往研究，本文貼近社會救助工

作者之工作經驗，點出正視工作者的情緒於社會救助實務的重要性。 

 

關鍵字：社會救助、低收入戶、基層官僚理論、情緒、混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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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精要 

壹、研究動機 

貧窮是一個複雜的全球性問題，其原因、影響和後果跨越國境的邊界，與

世界各地的人們息息相關(Lötter, 2016)。1980 年代開始，我國經濟加速發展，

企業加強全球布局，與全球市場的緊密程度更高，也進入俗稱「臺灣錢淹腳

目」的年代。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22a）統計資料，1980 年平均每人每年所

得 76,997 元，至 2021 年已經達到 795,519 元。從國家發展的層次來看，經濟成

長雖然帶來所得成長，但也可能造成家庭所得不均度擴大(Blank, Card, Levy & 
Medoff, 1993)，從超國家的層次來看，全球化也具有加劇收入不平等的效果

(Auguste, 2018)。1980 年我國的五等分位所得差距14.17 倍，吉尼係數2為

0.278；至 2021 年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已拉高到 6.15 倍，吉尼係數為 0.341（行政

院主計總處，2022b）。 

社會救助是整個社會保障體系中最後一個安全網(Vonk & 
Bambrough,2020)。在國家經濟發展與貧富差距擴大的背景之下，貧窮與社會不

平等的狀態加劇，我國在對抗貧窮的策略上，以 1943 年所立的社會救濟法為

始，將因貧窮而無力生活者作為核心，提供以救濟設施處所內之留養為主軸的

濟助；而在 1980 年社會救助法通過立法後，將救助對象訂為低收入者及遭受緊

急患難或非常災害者，完成社會救助的政策框架雛形，並將貧窮線與政府協助

貧窮者的範圍（包括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災害救助等）法制化。 

台灣政府在 1990 年代後期帶入新公共管理的意涵，影響台灣社會福利服務

機構的運作（王行，2013），同時伴隨著我國自 1990 年代開始的政府組織再

造，隨著時代變遷，我國科層體系有大幅的調整，行政院經組織再造於 2013 年

成立了衛生福利部，相對應地方政府單位的社會局/處，近年並設立社會福利服

務中心/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等單位提供社會福利服務；依照現行社會救助法之規

定，要取得低收入戶的資格，大體來說，即申請者的「家庭」，是否能夠通過收

入、動產與不動產等審查標準；同時，依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三款第二目、

第十九條第三款第二目之規定，社會救助分別屬於直轄市與縣（市）之自治事

項，另按社會救助法第 4 條規定應檢附文件、審核認定程序等事項，授權由各

縣市政府主管機關訂定，同法第 10 條第 2 項授權地方主管機關在必要時，得委

由鄉 (鎮、市、區) 公所派員調查後核定，因此各縣市低收資格審查方式有若干

不同細節，而主要可分為一級一審（授權公所核准）與二級二審（由縣市政府

核准）等不同設計，而部分縣市在資格審定過程亦會委請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等

單位之社工進行實地訪視，以評估申請者之資格與實際需求。 

低收資格申請准駁與否的行政處分，是經過鄉鎮市區公所到社會局處等機

關多方協力的產物（參圖 1），其中的協力工作職業角色包括村里幹事、鄉鎮市

區公所社會救助業務承辦人、地方政府社會局處的社會工作員/師、社會行政人

員等；Lipsky(1980)以基層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s)指稱在工作中必須與民眾

直接互動，或是在執行公務方面具有實質裁量權的公職人員，常見的基層官僚

包括教師、警察、法官、社會工作者，與其他第一線受理民眾辦理事項的行政

                                                      
1 可支配所得差距倍數：將家庭依可支配所得高低分成五等分，最高 20%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

除以最低 20%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之商數。 
2 衡量所得分配不均度指標，介於 0-1，數值愈大，表示所得分配愈不均等，反之則愈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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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本文即以社會救助工作者統稱這些負責低收資格審查的職業角色。 

 
圖 1：低收入戶申請流程概念圖；資料來源：筆者整理繪製 

作為執行社會救助法的基層官僚，社會救助工作者在確認低收入資格、進

行審查過程以及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低收入戶的申請結果，常因

社會救助工作者審查人員裁量權的使用或案例判定的參考架構不同，例如社會

救助工作者對於求助者是否值得協助或其是否符合內心所認定的窮人形象（鄭

麗珍，2000；張君培，2009），這也導致同一個個案的客觀背景資料，在不同的

縣市與不同的承辦人身上，可能會有不同的准駁結果。回顧過往國內關於社會

救助工作者的經驗研究與裁量行為之文獻，多數研究是以質性研究方法以單一

縣市為研究範圍、對單一類型工作者（例如村里幹事/公所承辦人員）之經驗性

研究（廖宗侯，2006；簡良哲，2012；葉嘉楠、簡良哲，2013；簡君如，

2014；許宗瓦，2019；連美婷，2021），國內社會救助研究呈現經驗視角相對單

一、議題亦相對著重於資格審查過程的探討，但較罕見研究者為文探討在資格

審查之後，社會救助服務提供的內涵，更少人聞問社會救助工作者其作為基層

官僚、專業助人者以及作為個人，在整個社會救助制度之中之所以採取行動或

未（能）付諸行動之原因。 

筆者曾在中部某縣市擔任公職社工師，主要的工作包括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的訪視與資格審查、急難救助訪視評估與核發以及無家者服務等，業務執

行的面向涵蓋了直接服務與間接服務，筆者相信反芻實務工作者的經驗與看

見，能有助於政策改變與推進，正如同 Lötter(2016)所呼籲，對不同階層執行貧

窮政策的參與者進行調查，藉由和其對話和調查工作者的需求，可以逐步推進

不同層級與不同背景的知識，以滿足所有關注貧窮議題的人與貧窮者的需求。 

承前討論，本文旨在探討社會救助工作者在社會救助法的規範之下，以及

在政府官僚與助人者的角色之間，執行低收資格審查與提供社會救助方法的經

驗與觀點，探究在此過程中受到的各種影響因素，結合基層官僚理論、新公共

管理與基模理論作為理論基礎，採取混合設計研究，以全臺有 12 個月以上工作

經驗，執行過低收資格審查之社會救助工作者做為調查對象，藉由問卷調查法

與半結構深度訪談之方法，由社會救助工作者的視角檢視社會救助法制的執行

經驗，同時提出一個整合性的解釋模型，說明社會救助工作者所採行之社會救

助服務方法與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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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解釋性序列研究設計(explanatory sequential design)(Creswell, 2015)
為參考模型，先進行量化研究為主的資料蒐集與分析，再以量化資料為基礎，

選擇下一階段受試者(participants selection)，其後進行質化研究，採取立意抽樣

法 (purposive sampling)，透過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蒐集質性資料，以幫助解釋與

補充量化的結果，此種設計也有助於追蹤與解釋前階段研究的研究結果(follow-
up explanations)；研究資料搜集與分析過程，恪守受試者知情(informed)、資訊

保密以及匿名等研究倫理原則，並通過政治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之審

查（計畫案號：NCCU-REC-202303-I015）；同時，本研究設計有研究回饋，在

量化調查部分，提供超商電子禮券抽獎活動，而質性訪談受訪者則提供訪談者

500 元的訪談費用。 

在研究分析方法上，量化研究部分，依照變項尺度採用描述性統計、平均

數差異檢定、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與多元迴歸分析3，以探討各自變項與社會救

助方法之差異與解釋方式；而質化資料則以解釋性現象學分析(The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作為分析的視框，筆者之所以選擇解釋性現象學

作為本研究的方法論，係因 IPA 的方法論試圖探索個人經驗，關注被研究者對

對象或事件的個人感知或描述，同時也強調研究是一個動態過程，研究者在其

中扮演了積極主動的角色，研究者過去對於議題的原先理解是必需的，使研究

者能夠透過詮釋來理解被研究者的世界(Smith & Osborn, 2003)。 

二、理論應用與研究工具 

本文結合基層官僚理論、新公共管理與基模理論作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基層官僚決策的角色體現在裁量權(discretion)與自主性(autonomy)兩大特徵上

(Lipsky, 1980)，裁量權意味著基層官僚具有依據實務狀況進行自主決定的彈性

空間。在基層官僚理論的原始模型中，組織與認知兩因素為主要影響裁量權的

因素(Rice, 2013)；為了更完整的探討制度環境以及個人作為行動者在社會救助

服務提供的影響，因此本文採用新公共管理的觀點，其中所著重的績效管理制

度原係藉由數字和指標的形式以呈現工作成果並承諾提高績效(Hood, 2012)，然

而亦有研究指出強加的目標窄化了專業判斷的範圍，不但沒有因為追求效率而

簡化工作，反而使得政府組織越加官僚化，耗費許多時間在監控其工作內容，

而非目標成就(Siltala, 2013; McGann, 2022)，因而本研究將其納入模型中之組織

面向探討績效管理制度對於社會救助服務提供之影響；最後，本文融入基模理

論，基模(Schemas)基模描述一種思維或行為模式，在重複的經驗中形成，是一

組認知關聯，用來組織資訊的類別以及資訊之間的關係，以處理解釋資訊並簡

化認知的機制，幫助人們更加快速準確的處理感知、態度、偏好，並激發行動

(DiMaggio, 1997; Hunzaker & Valentino, 2019; Strauss & Quinn, 1997)，基模之內

涵可區分為認知、情緒和行為三個面向進行探討(Keulemans & Van de Walle, 

                                                      
3 本文之迴歸模型均已通過常態性檢定、變異量同質假定、自我相關檢定以及共線性檢定，檢

定之方法包括由標準化殘差直方圖觀察分佈符合常態分配、由標準化殘差常態圖觀察預期累積

機率與觀察累積機率之分佈觀察符合殘差值之變異量同質假定，以及通過允差/容差(Tolerance)
大於 0.1、變異數膨脹因素(VIF)小於 10 作為共線性之判斷標準；同時為減少極端個案對於整體

模式之影響，將標準化殘差值大於 3 與小於-3 的個案刪除，並於註腳說明刪除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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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以下說明由前述理論所演繹出各變項之內涵與涉及量表之操作性定義： 

（一）自變項 

1.組織面：包括組織是否能夠提供適當的工作決策的授權(Raeymaeckers & 
Dierckx, 2013; Tier et al., 2022; 彭莞婷，2018)，以及與直屬上級的管理方式以

及和上級的溝通是否暢通有效(Cohen & Hertz, 2020; 彭莞婷，2018；連美婷，

2021）。同儕間的協力或督導(Hupe & Hill, 2007; Lipsky, 1980; Raeymaeckers & 
Dierckx, 2013; Zacka, 2017)，則有助於社會救助工作者反思他們夾雜在政策所

規範的角色職務與助人工作者之間的雙重角色。此外，新公共管理主義所帶入

的績效管理制度與責信制(accountability)，目標引導基層官僚使用他們的裁量

權，提高採用最佳方法的機率(Soss et al., 2011)，本文將以上概念納入組織變

項，自行設計問項內涵，而後進行因素分析，各因素分數愈高，代表愈認同該

構面之陳述，惟其中工作負荷與績效管理之因素為負面概念且未經重新編碼，

因此在後續統計檢定分析時，如為正相關則代表對依變項有負向之作用，反之

亦然。 

2.認知面：個人所持有的信念與價值觀，會引領著基層官僚使用裁量權(Lipsky, 
2010; Maynard-Moody & Musheno, 2003; Watkins-Hayes, 2009)。在個人價值層

面包括以下原因：社會救助工作者本身對貧窮所持有的態度和信念（Feagin 
1975; Homan et al., 2017; 石泱，2020）、對申請人與社會救助制度與隱含的價

值體系的看法（廖宗侯，2006；連美婷，2021）。本研究中，貧窮歸因參考台

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與 Bennett, & Davis (2016)之研究自行設計問項，社會救助

制度認知變項則參考 Sebrechts & Kampen (2021)、劉威辰、鄭麗珍（2019）等

研究之問項為基礎進行問卷設計，兩變項後續皆進行因素分析，各因素分數愈

高，代表愈認同該構面之陳述。 

3.情緒面：納入情緒因素係基模理論之應用，即社會救助工作者透過與個案間的

互動所引起的情緒反應，例如在審查時意識到個案不誠實所帶來的衝擊，又或

者看到個案的正向改變帶來的心理滿足。情緒因素可區分為正向情緒與負向情

緒(Diener, Wirtz, Tov, Kim-Prieto, Choi, Oishi & Biswas-Diener, 2010; Keulemans 
& Van de Walle, 2020)，本文徵得同意使用 Keulemans, S., & Van de Walle, S. 
(2020) 所設計之量表，原始量表中正向情緒內部一致性係數為.80，負向情緒

則為.79，於完成調查後進行因素分析，各因素分數愈高，代表受試者與低收

入申請者互動後的正向情緒或負向情緒感受愈為強烈。 

4.裁量權：本項為基層官僚理論之應用，經徵得同意使用 Hassan 等人(2021)所
設計之量表，原始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0.774，經因素分析後進行題項加總

平均成為裁量權變項，分數愈高，代表受試者認為自己在執行社會救助業務時

的決策與自主能力愈高。 

（三）依變項——社會救助方法 

1.低收入戶資格審查行為：由研究者依照自身工作經驗及文獻回顧，並經過焦點

團體與實務工作者討論修正題目敘述，審查行為包括：主動協助申請、調整家

庭補助人口名冊、運用其他社福資源作為優先方案以及運用 539 條款之主動

性，分數愈高，代表受試者愈傾向採取該項行為。 

2.社會救助服務：本項亦以研究者自身經驗與文獻回顧並經過焦點團體與實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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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討論，建構出社會救助服務包括個案會談、家庭/家族會談、團體工作、

個案管理、連結就業服務資源、連結政府社福資源、連結民間社福資源、引起

關注弱勢困境、提出修法建議等 9 個類型，分數愈高，代表受試者愈傾向採取

該項社會救助服務；另外將 9 個變項加總平均命名為「社會救助服務多元

性」，本變項加總平均分數愈高代表社會救助服務趨於多元性。 

（三）背景變項 

採用過往相關研究所探討裁量權使用與貧窮歸因的背景變項，包括性別、

社經地位、宗教信仰、年齡(Bullock, 2004; Cozzarelli, Wilkinson & Tagler, 2001; 
Feagin, 1975; Hunt, 2002; Merolla, Hunt & Serpe, 2011; Raeymaeckers & Dierckx, 
2013; Sebrechts & Kampen, 2021；施蘊芳，2014；劉威辰、鄭麗珍，2019）、教

育程度(Seale et al., 2012)、教育背景(Bullock, 2004)、政治因素（許秀如，

2009；呂煌男，2013；陳意青，2013；葉嘉楠、簡良哲，2013；簡君如，

2014；連美婷，2021）、年資（石泱、孫健忠，2008；連美婷，2021）和地理區

域4(Hunt, 1996; Seale, Buck & Parrotta, 2012)均列為背景變項，並假設背景變項對

於社會救助方法會有所影響。 

 

圖 2：研究架構圖 

（四）問卷信效度 

1.內容效度：本研究於發展問卷時，邀請 5 位來自不同縣市的社會行政人員、社

工、社工督導與村里幹事組成焦點團體，試填前測問卷草稿，協助評定各問項

之適切性，後續完成施測 35 份前測問卷，並邀請一位社會工作學者再次檢視

整體問卷，專家對於問項之選項內容以及既有量表之使用提出相關建議，筆者

據此檢視修正完成正式問卷。 

2.內部建構效度：本研究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以檢驗各問項與本研究所建構概念

之間的關係，以 Kaiser-Meyer-Olkin(KMO)取樣適當性衡量量數以及 Bartlett's
球型檢定判斷資料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KMO 值越大表示變數間的共同因

素越多，越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各分量表之 KMO 值在.719 至.881 之

間，均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因此以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 

                                                      
4 筆者運用 2012-2020 年「扶助人口佔比」與「社會救助決算數」建構出四個地理區域的類型進

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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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直接斜交轉軸來萃取共同因素，以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0 且因

素負荷值大於 0.4 作為篩選標準。 

3.內在一致性信度：信度分析是指測量工具的精確性(precision)，即同一群受訪

者在同一份問卷上的測驗分數是否趨向一致、穩定（簡春安、鄒平儀，2004）
本研究中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在 0.625 至 0.962 之間，除了貧窮歸因的

結構歸因因子有尚可接受的信度之外，其餘各分量表均有良好以上之信度（詳

下表）。 
表 1：各量表之信效度分析 

 

參、研究成果 

一、量化研究部分 

本研究於 2023 年 4 月至 6 月間透過網路調查，總共回收 427 份有效樣本，整體

呈現以女性(73.8%)、平均年齡為 39.59 歲(SD=9.67)教育程度偏中高，以大學或

獨立學院為主(63.5%)、教育背景主要為社工/社福(46.4%)；與工作相關的背景變

項，以服務於鄉鎮市區公所為主(61.8%)、服務年資平均為 78.43 個月

(SD=66.43)。 
表 2：背景變項之描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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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救助方法之主要研究發現 

1.資格審查行為： 

不同於陳意青（2013）所指出基層行政人員不太會主動協助民眾提出低收

入戶資格的申請，本研究量化調查結果顯示，受試者普遍認同他們會主動協助

民眾提出申請，但較不傾向於運用社會救助法 539 條款排除列計人口。而在各

項審查行為的階層多元迴歸中，裁量權與正向情緒因素對於多數的資格審查行

為達到顯著，意味著讓社會救助工作者擁有自主性以及情緒健康，對於決策和

行為方式有著重要的影響。此外，「工作負荷與績效管理」與「主動協助申請」

呈現顯著正相關、「審查工作項目累計」與「傾向使用 539 條款」呈現顯著負相

關，也代表著當社會救助工作者面對較高的工作壓力或較繁複的工作時，可能

會較不願主動協助個案提出申請以及主動使用 539 條款。 

2.社會救助服務： 

量化調查顯示受試者有較高使用資源連結作為救助服務來滿足個案需求的

傾向，並且依序為政府社福資源、民間資源與就業服務資源，但對於需要較多

時間和資源投入的家庭服務或者朝向政策性、結構性的變革，則較為謹慎或者

較少使用。 

其次對 9 項社會救助服務與服務多元性進行階層迴歸分析，就服務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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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迴歸分析而言，顯著之自變項對社會救助工作者服務多元性變異的整體解釋

力為 48.6%。整體而言，正向情緒因素對於所有的社會救助服務達到顯著，而

裁量權則與「團體工作」之外的所有社會救助服務達到顯著，兩者亦對服務多

元性達到顯著，顯示正向的情緒因素對於社會救助工作者在實務服務提供之選

擇以及提供相對積極的多元服務有著重要的影響，同時，能否讓社會救助工作

者具有自主能力以及足夠的決策空間，也對提供多元的社會救助服務有著重要

影響。 

表 3：社會救助服務多元性之迴歸分析（礙於篇幅，僅呈現本項迴歸分析模型） 

社會救助工作者對於社會救助政策以及貧窮原因的認知，在部分社會救助

服務的分析模型中是重要的自變項，例如對社會救助政策認知愈傾向認同國家

財政者，會較傾向連結使用民間的社會福利資源，愈認同家庭倫理者，則會傾

向連結政府社福資源；愈認同貧窮是命運使然者，也愈傾向連結政府社會福利

資源；顯示出認知與價值判斷對於社會救助的服務提供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在背景與組織環境的變項中，顯示出清查案案量的繁重，對於使用個案會

談、家庭/族會談、團體工作、個案管理以及連結民間資源等五項社會救助服務

方式都有負面之影響，意味著清查案案量的繁重，會限制了社會救助工作者提

供多元化服務的可能性。其次，「工作負荷與績效管理」亦與個案會談、家庭/族
會談、個案管理、社會倡議以及提出修法意見等社會救助服務有顯著正向關

係，代表著當工作負荷感受愈高的時候，也有傾向選擇性提供或者減少提供某

些服務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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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制度的設計對於服務提供可能有著重要的影響，這反映在地理區

域、服務機關與審查模式三個變項上。在地理區域的分析上，「低扶助率低社會

救助支出占比」的縣市較傾向於連結政府資源，而「低扶助率高社會救助支出

占比」的縣市，較比較不傾向於提供個案會談、個案管理與連結民間資源之服

務。任職於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或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的社會救助工作者，更傾向

於提供個案會談、家庭/族會談、個案管理、連結就業資源與民間資源的服務方

法；審查模式為二級二審制度，也較傾向於提供家庭/族會談、團體工作與連結

政府資源的服務方法；整體的社會救助服務多元性而言，低扶助率低支出的縣

市以及縣市採取二級二審的方式更傾向於提供多元服務。 

社會救助工作者的職業身份，對於所採用的社會救助方法也有一定程度的

影響。職業身份為社會工作者，在個案會談、個案管理、連結就業資源、連結

政府資源等項目以及整體的服務多元性都有顯著之正向關係，反映出社會工作

的養成背景或者角色身份讓社會工作者更傾向於提供這些服務。 

二、質性研究部分 

根據量化階段的研究發現，社會救助制度的設計、裁量權與情緒因素是對

於提供社會救助服務相對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本研究在質化研究階段採取

立意抽樣，考量區域、服務機關、職業身分、對於社會救助政策的態度等因

素，選取來自不同縣市的 9 位受訪者，透過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蒐集質性資料，

進一步探討社會救助工作者所看到社會救助制度的缺口、制度設計如何影響裁

量使用，以及情緒因素的內涵。 

為保護受訪談者不被識別出個人身份，在受訪者背景資料上以整體情形呈

現。整體而言，本研究之受訪者平均年齡為 37.56 歲(SD=8.65)；服務年資從 2
年 6 個月至 10 年 5 個月，平均為 6.4 年(SD=3.25 年)，性別比例上，有六名女性

(66.7%)、三名男性(33.3%)；以縣市區別，有 4 名來自於直轄市，5 名來自於縣

（市）；教育程度中，有一名高中、一名科技大學或技術學院、四名大學或獨立

學院、三名碩士；教育背景中，有六名為社會工作相關。 

表 4：受訪談者背景資料表 

代稱 縣市 服務機關 職稱 

小天 Ｓ市 鄉鎮市（區）公所 課員 

阿俊 Ｉ縣 鄉鎮市（區）公所 課長 

阿蘭 Ｙ縣 鄉鎮市（區）公所 村里幹事 

小綠 Ｔ市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社會工作師 

小草 Ｎ縣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社會工作員 

阿堂 Ｌ縣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社會工作師 

小帥 Ｐ市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社會工作師 

阿龍 Ｃ市 社會局/處 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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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高 Ｈ縣 社會局/處 社會工作督導 

（一）社會救助制度探討 

受試者表達出不同的制度設計與實務執行議題，筆者將之歸納並指出現行

社會救助制度有三大核心問題，包括「審查的不穩定性」、「審查標準嚴苛且不

近人情」以及「制度的設計系統性排除近貧者」，這些問題造成社會救助工作者

在低收資格審查實務上的不確定性與審查結果的不安定性： 

 

 

 

 

 

 

 

 

 

 

 

 

 

 

 

 
圖 3：社會救助制度探討；資料來源：筆者整理繪製 

1.審查不穩定性 

(1)區域間的落差： 

由於前述社會救助法允許不同縣市為不同設計，不同縣市中排除人口列計的

授權與程序並不全然相同，這導致同一個案在不同縣市、甚至在同一縣市的

不同鄉鎮市區居住，都可能會面對到不同的審核結果。例如不同縣市要排除

前夫作為列計人口，其中一個縣市必須要提供扶養費強制執行未果的執行

書，但另一縣市則不用；又或者需要提交的申請要件也有落差，例如有些公

所需要存摺的內頁有的不用；有些公所需申請調閱歷史戶籍資料手抄本來做

影印，造成低收入戶申請者提出資料審查文件的困難與繁瑣。 

因為最低生活費的算法的方式，他在 T 市有過，在我們這邊啊，不好意
思差一點點就沒過，⋯⋯，然後就氣到就是整個很不行這樣（阿蘭） 

各個地方的公所又是不太一樣的運作模式，因為像有的公所他就要求他
要這些人的那個帳戶的明細，比如說郵局的本子嘛，然後他要裡面，要
每頁都讓他列印，⋯⋯，因為我覺得因為各區做法又不同，所以我也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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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奇怪（小綠） 

(2)不及時的財稅資料： 

社會救助的審查過程所依賴的財稅資料，通常是申請人前一年度的情況，而

無法準確反映當前的經濟狀態，例如申請人當下存款用罄、動產變賣或者遭

遇失業等生活困境，而這種問題也增加了申覆階段的行政負擔。 

當事人的實際狀況在書面審查，⋯⋯，呈現的是去年的那個財稅狀況，但
問題在於沒辦法立即的反映到實際的現況。譬如說他真的沒那麼多錢，
而且他會主張說，就算他有一台車，但是那台車已經賣出去了（阿俊） 

我們最後還是只能夠回歸到，我們在財稅系統上面，電腦系統上面可以
給我們的一些支持，但是更加實際的狀況我們很難真的去掌握到（小
天） 

(3)代表人為中心的差異： 

以代表人為中心去進行資產調查，這造成了同一個案件，如果在申請時選擇

不同的代表人，會得到不同的准駁結果。 

有些案子是，你用爸爸當代表人，掛孩子去申請低收不會過，因為爸爸
的父母有財稅，但是你用媽媽的名義當代表人會過，因為媽媽上面沒有
財稅（小帥） 

(4)審查時裁量權的使用： 

社會救助工作者對於社會救助和貧窮的理解以及對於社會救助工作目標的不

同，對於裁量權的行使有著落差存在。例如，部分的社會救助工作者可能會

依據個人的主觀判斷，直接拒絕申請人的低收入戶案件申請或者使用 539 條

款5的權利。此外，包括非屬社會救助給付之收入（例如親友濟助的標準和額

度）的認定、清查案前後手的標準也都存在落差，這些案例反映出審查過程

中對裁量權的不同理解和應用，也造成了審查不穩定的結果。 

實際上我們的案家，⋯⋯，在公所那端其實會跟他們講說，你可能不能符
合，就直接就夭折了，⋯⋯，其實這樣民眾我覺得是很挫折的（阿堂） 

有一些歷史共業，或者是以前的人，沒有去看到疏忽掉的部分我就要承
接下來，或者是用一個比較合理的方式，去處理這件事情，然後因為對
外都是縣府的角色，對外要說，就是我們的評估沒有任何的問題 (小高) 

539 都太存乎一心，存乎社工一心，他想要怎麼樣評就是怎麼樣評，他想
要怎麼樣寫就怎麼樣寫（阿龍） 

2.審查標準嚴苛且不近人情 

訪談顯示部分的社會救助工作者認為人口列計範圍、動產與不動產的設定標準

過於嚴苛，同時，在實務上的諸多案例也反映出，低收入戶或者低收資格申請

                                                      
5 在社會救助法所列的應計人口中，依照該法第 5 條第 3 項共有 9 款除外條款，其中第 9 款

「因其他情形特殊，未履行扶養義務，致申請人生活陷於困境，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訪視評估以申請人最佳利益考量，認定以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為宜」，此款通稱為 539 條款，是為

了考量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親屬間無往來，而授予社會救助工作者裁量空間排除部分家戶人

口，讓財稅資料原本在低收邊緣的申請者順利取得低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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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往往除了經濟上的弱勢，同時也缺乏對於法制或資訊的知能，因此並不了

解要在法律上的相關規定（例如拋棄繼承的時限）的規定，更甚者是即使對於

規定有所了解，也可能因為沒有能力繳交規費，導致動產或不動產超標而無法

通過低收審查： 

(1)人口列計範圍： 

在現實中因為各種因素而少有往來的親屬，在社會救助法的框架之下，卻需

要將其資產計列，有部分的社會救助工作者認為列計三代的傳統家庭觀念過

於苛刻。 

我覺得(列計）三代這件事情，本身還是有一點苛責，⋯⋯，他基本上就
是田無交水無流(台語) ，而且我覺得實際上的狀況是很難被這個制度完
全所接納的（小帥） 

(2)動產標準： 

在部分實務工作者的眼中，動產的限額是過於嚴苛的標準。其次，在實務中

還會遇到許多諸如作保、帳戶借用甚至所持有的車子沒有錢可以報廢等情

事，但實務上並無在遞件階段就核實排除的機制。 

像有些老人家，他其實也不算多錢，就是他的存摺就大概二三十（萬），
也其實他不夠生一場病的（阿蘭） 

突然阿公阿嬤領了一次退，勞退了不起一次退大概 150 萬，⋯⋯，但是我
們制度卻讓我們說，你有一百五十萬就等於脫貧，等於全家的低收入資
格 bye bye，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的，非常的不符合社會現實（阿龍） 

那一台名車在當年的計算殘值超過，⋯⋯，就因為這個 8 萬多塊他沒有辦
法過，那我跟他說沒關係你去把這個車子報廢，他說我繳不起那個報廢
的錢，他就不過了（小天） 

(3)不動產： 

在實務審查中最常見的問題，是「公同共有的土地持分無法/無能力處理」，

導致名下不動產超出標準而無法取得低收資格，也有部分的申請者無能力繳

交放棄繼承的規費而超出不動產的限制，顯示出現行制度未能充分考慮到不

動產繼承對低收入戶申請者的潛在影響。 

公同共有的拋棄繼承，好像比較複雜一點，然後還要繳一些規費，⋯⋯，
因為他們不懂得怎麼拋棄繼承，或者是他要走拋棄繼承，他需要走好幾
個月的法律程序，那他們沒有錢繳（小天） 

3. 社會救助制度的設計系統性排除近貧者 

社會救助制度設計中存在預設工作收入的「虛擬工資」和籍在人在的「戶

籍制度」兩大核心問題，而系統性的排除了許多原本應被納入社會救助系統照

顧的民眾： 

(1) 虛擬工資： 

依照社會救助法第 5-1 條之規定，將所有工作年齡而於財稅資料中無收入的

人口，均預設其有工作收入，此制度通稱為虛擬工資。然而虛擬工資設算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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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低估或高估個案的收入，其可信性是廣受社會救助工作者質疑的問題；

其次，因為有虛擬工資的設計，致使非老非殘人口、無法工作卻無法取得醫

生診斷證明的工作年齡人口，可能實際上因為身心因素無法就業，卻也因為

被設算基本工資或者平均經常性薪資，因工作收入超出標準而無法通過資格

審查。 

就是可能幾歲到幾歲，然後就是一個虛擬所得，可是他實際的工作，也
許比他的虛擬所得還要多，但是是我們查不到的（小草） 

有一種比較棘手的就是我們講的叫非老非殘，對，就是他們沒有 65 歲以
上，然後他可能他身體狀況沒有那麼好，但是他又拿不到身障證明，
⋯⋯，因為還是會把他視為是工作人口（小綠） 

像得癌症的人吧，就是，嗯像很多癌症他是不認列，比如說身心障礙
的，比如說他有可以申請身障手冊，可是他其實就很慘（阿蘭） 

(2) 戶籍制度： 

依照社會救助法第 4 條之規定，要求申請人須實際居住於戶籍地。社會救助

法對於住所的想像是傳統而固定的，除了無法反映如今的居住型態之外，也

因為要求個案要「實際居住」於戶籍地，當社會救助工作者無法在戶籍地訪

視到個案，或是不符人籍合一的規定，便被制度性的排除在低收入申請之門

外，舉例來說，名下無恆產但居住在個人計程車上的計程車司機，就可能因

為未居住於戶籍地被否決其低收資格申請。 

有可能是他的前租屋處吧，就是他掛那個戶籍的地方，根本不是一個他
能回去的地方，⋯⋯，像我們的個案，有常常搬家跟租房子，⋯⋯，他們
要去訪視的時候，也找不到這個人（小綠） 

我們要籍在人在，⋯⋯，那這個房子是只有房子嗎，⋯⋯，那我就接觸到
說，有一些計程車司機，他們在要，當然是晚年了，沒有辦法開車了，
⋯⋯，那你今天住在車子上的意思就是你車子可以開到任何地方，⋯⋯，
就不符合我們所謂的籍在人在（小天） 

（二）情緒因素之相關探討 

蔡培元（2020）指出，社會工作專業往往是一種「無情緒」的假裝預設，

所謂的好社工圖像變成一個沒有情緒地、能夠進行「客觀」評估地、能夠不帶

感情處理個案的社工「機」；在新公共管理與政府組織改造合流，影響政府行政

高舉績效與責信的大旗時，低收申請人的需求也時而被窄化為資格審查的通過

與否的議題，而這也造成訪談對象小天以機器人來形容進行審查工作中的自

己，說到「我看到的是你的數字……我把自己當作一個機器人」，過往研究鮮少

將情緒因素納入社會工作專業化與社會行政過程之考量，然而本研究之量化調

查則顯示出情緒因素的重要性，情緒因素中的正向情緒因素，對於所有的社會

救助服務都顯示正向關係，同時也對半數的審查行為（運用其他政府資源、使

用 539 條款）有正向影響，代表著社會救助工作者若在與個案互動的關係中有

比較正向的情緒，會傾向於更有意願提供更多樣的服務，甚至在資格審查上也

會傾向提供更積極的協助。在與個案互動的過程中，怎樣的互動內容會影響社

會救助工作者的情緒，又會造成社會救助工作者的哪些情緒反應？本研究識別

出有三種情緒類型，分別是正向情緒、負向情緒與共感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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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向情緒——我真的是有幫到人的 

整體而言，個案若能展現出符合社會救助工作者所期待的，積極自立的負

責態度，會引發社會工作者的正向情緒，社會救助工作者能為他們感到開心、

受到鼓舞甚至感到驚喜，從而得到滿足感和成就感。 

(1) 認真負責的工作和照顧家人： 

社會救助工作者在看到個案在困境中仍能擔負起各種責任的時候，往往會對

他們投以欽佩的心情，衍生出對個案達成成就的感動情緒。如同小草提及一

位母親在努力工作的同時，還能致力於兼顧孩子的教育；小天負責的案家，

則是在艱困生活中努力考上了國立大學。個案的努力和成就激勵了社會救助

工作者，也進而確信自己的努力，能夠真正幫助到需要的人。 

這個媽媽真的很努力，其實我很少碰到低收案件的家戶是工作的這麼努
力，她還可以兼顧孩子的學業（小草） 

有一戶人家，父親就是重度身障的，然後母親一個人養家庭，那兩個小
女生，……，很努力的生存，然後真的是憑著自己的一個學習，她們考上
了，都是考上國立大學，……，那這是讓我覺得說，我們真的有在幫到人
（小天） 

(2) 主動放棄低收資格的行為： 

在個案家中還有需求人口，當年度仍有機會通過低收資格審查的狀況下，但

卻基於利他的心理和個人道德責任感而作出了主動放棄的決定，讓工作者感

動而難以忘懷。 

他照顧兩個長輩，其實就是生活蠻困苦的，……，有一天他來跟我講說他
要放棄低收，……，他生活改善了，所以他把這個資格讓給其他需要的人
來申請，然後我就覺得很感動（阿俊） 

他是剛心肌梗塞救回來的，然後他的老婆是長期臥病在床的，……，他覺
得他（現在）有比較好，……，他不要再依靠政府的補助，，……，天啊
真是奇蹟，就是他竟然說他不要靠政府補助這樣（阿蘭） 

她是洗腎的單親婦女，……，她沒有任何拉扯，她是直接放棄，她就是放
棄低收資源，……，你會覺得說，總是有一些明白人，這樣子就是懂得，
真的社會資源是有限，不是一直予取予求（小高） 

2.負向情緒─一方面是被騙，然後一方面就是自己覺得力不從心 

社會救助工作者的負向情緒往往來自於個案的拒絕配合或攻擊性的行為，

訪談發現這些行為包括偽裝與欺騙、資源濫用、威脅與抹黑以及攻擊性行為等

四種類型，引發了工作者諸如挫折、憤怒、失望、不開心、無力感甚至有些擔

心害怕的感受。 

(1) 偽裝與欺騙 

在第一種類型的行為中，個案會以資訊欺瞞、鑽法律漏洞等方式，營造自己

的弱勢形象或合乎社會救助法制規範中符合低收資格的表象，以試圖獲取低

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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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那個（前一年度的在學證明）假裝他(子女)還在就學，……，一方面是
被騙，然後一方面就是自己覺得力不從心（阿俊） 

他會講他小孩多不肖啊，……，他就是會把自己裝得很可憐這樣（小綠） 

(2) 個案不像低收的生活方式與資源濫用 

第二種帶來負面情緒的行為是社會救助資源的濫用，包括個案在申請低收

時，展現出與社會救助工作者心目中貧窮狀況不相符的生活方式（例如穿著

名牌、使用昂貴手機或駕駛名車），不應享有低收資格，在有能力工作的情

況下仍選擇依賴社會福利補助，認為低收資格的福利資源不應該如同部分濫

用社福資源的個案那樣的揮霍。 

這種人申請補助實在是真的是喪盡天良，我們有一個民眾，他給我開那
個 BMW 來申請低收這樣子，然後他本身是就是時常因為吸毒入出監獄這
樣，然後他的小孩又很多個，所以他們才過低收（阿蘭） 

低收有福保6嘛，他們住院看病是不用錢的，所以會導致說他們家把這個
醫療資源當作是一個免費的餐券（小天） 

(3) 威脅與抹黑 

第三種被識別出來的行為是威脅與造謠，個案試圖透過情緒勒索、威脅自我

傷害或自殺以及攻擊社會救助工作者的工作信譽等方式，試圖影響或操控社

會救助工作者的判斷，以獲得低收入戶資格，這種激烈的舉動對社會救助工

作者帶來心理壓力，同時也戕害服務提供者和受助者之間的信任關係。 

一直拿死來威脅，比如說他就是要跳河啊，要跳哪裡啊，或是他就說他
很生氣，然後他要衝到我們辦公室，來跳樓啊（小高） 

如果你沒有馬上提供（資源），……，他就是在各個網絡單位講壞話，講
你的壞話，然後他也會去找議員投訴（小綠） 

(4) 攻擊性行為 

最後一種引發社會救助工作者負面情緒的是個案帶有攻擊性的行為。部分低

收入戶在申辦社會救助服務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攻擊性或激烈反應，包括個

案無理的謾罵、憤怒張揚的拍桌、摔桌子等行徑；相較於前項「威脅與抹

黑」，攻擊性行為更清楚的展現出社會救助審查實務現場中的緊張關係，而

這些敵意行為所帶來的負面情緒，也可能對社會工作者的心理健康和留職意

願產生負面影響。 

不開心就是，……，無理的謾罵，……，有一些就是予取予求的部分，或
者是覺得社工幫他就是應該的（小高） 

他就是一來就是，通常都是直接跟你就是蹬桌蹬椅(tǹg-toh-tǹg-í，台語)的
這樣子，就是非常的兇狠這樣，……，真的是震怒來，直接就是摔桌子啊
（阿蘭） 

他拍完桌他就走了，或者是說會罵髒話，這都有，那我們就是自我療傷

                                                      
6 低收入戶得以全民健康保險第五類之身分加入健保，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全額補助健保費，

並可補助全民健保給付範圍內之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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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俊） 

（三）共感情緒─不幫好像有點對不起人家這樣 

本文量化研究發現，與個案互動的正向情緒對於裁量權的使用有正向影

響，反之，如果互動過程帶來的是負向情緒，則可能會限縮裁量權的使用。然

而，除了正負向情緒之外，經過訪談，有種情緒浮現於社會救助工作者的言談

之間，筆者命名為「共感情緒」。 

共感情緒是社會救助工作者在面對個案的經歷與遭遇，在同情與理解之後

所引發的情緒，如同情、關懷和憐憫、心疼等多種情感；社會救助工作者因為

個案的難過而難過、因為個案的悲傷而悲傷，而帶有這份共感情緒的工作者，

相較於正向情緒，可能促發更積極行使裁量權的動機，而傾向於更主動的提供

個案更多的協助。這些個案的處境與回應處境的行動激發出社會救助工作者的

共感情緒，驅使他們覺得應該要採取更積極的行動，或者提供額外的幫助。 

我也還蠻心疼的，因為我覺得她，她有太多的好的，她有太多的機會可
以過好自己的人生，但她都選擇就是為了孩子（小帥） 

媽媽沒有在上班，反而這個女兒打三份工要養媽媽，然後這個案子後來
他有提申覆，社工去訪的時候認為說沒有生活辛苦，不給 539。為什麼？
因為這個女生打了三份工，所以一個月收入 2 萬多塊，所以社工認為說
沒有生活辛苦（阿龍） 

他們真的是很慘的時候，你就會特別想協助他們，……，那個阿嬤就是，
她就是裝作一副很堅強的樣子，……，你就覺得，哦不行，那真的這種不
幫好像有點對不起人家這樣（阿蘭） 

三、結論 

近年歷經行政院組織改造，社政機關有大幅度的調整，也推動長期照顧、

社會安全網等政策以回應隨著經濟發展，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亟需照顧的脆弱

人口群。然而，社會救助法自 1980 年通過施行，至 2011 年雖有過 11 次修正，

但至今已有十餘年未有修法，社會救助政策改革牛步，低收資格審查的穩定性

與公平性屢受質疑。同時，過往社會救助相關研究多數著重於檢視資格審查過

程，而少有研究關注社會救助服務的提供與工作者的狀態。 

本文透過混合研究設計，在質性研究部分，重新體檢了社會救助法的漏

洞；而在量化研究部分，由基層官僚理論、新公共管理與基模理論所架構出組

織、認知、情緒與裁量權等因素，均驗證與救助方法的相關性，同時指出案量

負荷與績效考核對於提供社會救助服務的不良影響，亦檢視了個案的行為與態

度，如何影響社會救助工作者的情緒轉變；相較於過往研究，更點出正視工作

者的正向情緒於社會救助實務的重要性，也如同本研究訪談對象小高的觀察：

「每個社工的確都有他們自己的情緒，我也覺得他們也需要被治療，然後被支
持」。 

透過整合前述量化與質性研究的研究發現，筆者將本文中所討論過的相關

因素彙整如下圖，下圖並非路徑分析，而是本文對於質量化分析中相關影響因

素的整理，呈現出社會救助方法的選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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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影響社會救助方法的相關因素概念圖；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肆、研究貢獻 

一、理論性貢獻 

本研究結合新公共管理、基層官僚理論與基模理論作為理論框架，藉由基

層官僚理論與新公共管理之觀點，本研究驗證組織因素、認知因素與裁量權的

重要性；社會救助工作者不單單只是依法行政守門員的角色，社會救助工作者

會依循組織授權、個人認知以及與個案互動而來的情緒等因素，在不同的審查

階段中做出合乎自己標準的裁量決斷。 

就新公共管理而言，量化研究發現工作負荷與績效管理變項對於社會救助

工作者的服務提供有不良的影響，也更進一步整合基模理論而指出情緒因素對

於社會救助服務提供的影響。最後，關於基模理論的應用與驗證，本研究證實

在構成基模的要素中，情緒與認知因素會對社會救助工作者的裁量權和服務行

為產生影響，尤其是正向情緒對於所有的社會救助工作方法的提供都會造成影

響。本文同時透過質性訪談，發現個案的行為與態度，會影響社會救助工作者

的情緒轉變。相較於過往情緒相關之研究文獻中，將情緒區分為正向情緒與負

向情緒的分類，本文並提出，共感情緒有可能是更強烈影響社會救助工作者提

供更為積極服務的情緒類型。 

透過本研究，補充了過往新公共管理未著眼的行動者——基層官僚的重要

性，同時也填補了基層官僚理論中，關注組織與個人的價值，但卻未關注的情

緒對於審查工作以及救助服務造成的影響，本文提醒了情緒因素的重要性，社

會救助工作者的情緒需要被認知和看見，更需要被接住，可進一步透過組織的

變革或者教育訓練，提供支持性的做法。 

二、對於台灣既有社會救助相關研究之貢獻 

本研究考量過往社會救助研究較缺乏量化實證研究，採用了混合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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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解釋性序列研究設計搜集質化與量化資料，強化了本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同時，本研究的樣本結構是我國社會救助研究中較為少見的，涵蓋了各縣市以

及不同職業身份的社會救助工作者，能做跨區域、跨職業工作角色的比較，而

得以深入的探討社會救助工作者的行動機制、決策過程以及影響因素。 

三、實務性貢獻 

本研究指出目前社會救助體系中包括制度與實務執行時存在的漏洞和挑

戰，並提出可能影響社會救助方法選擇的關鍵因素，如裁量權、正向情緒、組

織環境和工作負荷與績效管理等，這些發現有助於理解社會救助工作者如何在

現行的社會救助制度中作出救助方法的選擇，並提供了改進社會救助制度與實

務的實證基礎，以促進更有效與具包容性的社會救助方法。 

實際上，筆者已擷取部分研究成果，口頭發表於 2024 年臺灣社會工作專業

人員協會年會「深耕實務 厚植量能－開創臺灣社會工作新前景」研討會，會後

衛生福利部也藉由本研究之發現與建議，發文提醒各縣市政府執行審核實務時

需注意社會救助工作者價值觀和裁量權使用造成的影響，並將之納入未來培訓

課程的規劃。筆者於全文論文中，另就社會救助政策之檢討，建議建立積極回

應貧窮的包容性社會救助政策、提供彈性的包裹式社會救助服務、階段式脫貧

服務、納入近貧者與低收入戶的政策參與；在組織面，則建議中央政府建立裁

量規準與彈性指標、各低收資格審查機關創設組織間之溝通平台與營造促進正

向情緒的工作環境、建立改變的評核方式；在教育訓練面，建議將裁量權使用

價值觀之釐清、情緒識別與管理以及跨機構協作之能力融入於在職培訓之規

劃；未來筆者亦規劃將以上研究建議以不同管道與社政部門、政策倡議團體以

及實務工作者後續討論以及推動落實。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為橫斷式研究設計，無法捕捉到時間變化對研究結果的影響，無法

反映政策背景或組織環境的變化對社會救助工作者之所以選擇救助方法的長期

影響，亦無法進行變項之間的因果推論，只能顯示出變項之間的相關性；同

時，本研究透過網路調查蒐集樣本，而在質性訪談的選樣上採取立意抽樣；受

限於網路調查的自願性、質化訪談樣本抽樣方法的選擇，雖研究者已經盡力搜

集涵蓋台灣之量化與質化樣本，研究結果的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仍然可能

會受到影響，本研究之結果並無法代表所有社會救助工作者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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